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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种源“卡脖子”问题？
———基于种子进出口和种业知识产权布局的比较分析

邓　岩，陈燕娟
（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广东湛江５２４０８８）

　　摘要：种业发展为提高农业综合产能、保障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种业国际竞争力差距较大，部分领域存在种源“卡脖子”问题。比较我国种子进出口形势和种业知识产权布局状况，

分析种源“卡脖子”问题的内涵和形式，研究发现：种子进出口是种源“卡脖子”的主要途径，知识产权是种源“卡脖

子”的主要工具，种源“卡脖子”问题主要表现在种子进口和出口２个方面。种子进口问题的成因是种质资源利用不
足、种业原始创新能力较弱、作物育种体系不健全，种子出口问题的成因是知识产权国际布局落后、种业管理制度过

时、品种同质化问题外溢。因此，同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与时俱进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统筹兼顾原始

创新能力培育和产学研合作、国内外双向强化种业知识产权布局，才能破解种源“卡脖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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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为国本，种铸基石。农作物种业是促进农业
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种业发

展为提高农业综合产能、保障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

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种业国际竞争力差距较大，部分领域存在种源“卡

脖子”问题。为此，２０２１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打
好种业翻身仗，破解种源“卡脖子”问题。２０２１年７
月９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这是继１９６２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２０１１年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

见》之后，中央再次对种业发展做出的重大部署，在

我国种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最近２
次部署时间间隔只有１０年，充分体现中央对种业发
展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显示种源“卡脖子”问题的严

重性和紧迫性。

目前，关于我国种业发展现状和种源“卡脖子”

问题的认识与判断，主要存在２种看法。一种观点

认为，“卡脖子”问题蕴含“断种”风险，对国家农业

安全构成威胁［１］。有些种子过度依赖国外［２－３］，我

国种业存在被外资控制的巨大隐患［４］。另一种观

点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全部所需的食

物，不必过分夸大种子进口的危害［５］。我国种业目

前处于安全状态［６］，部分作物（如水稻）的育种水平

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７］。从当前种源供给情况

来看，我国还不存在“一卡就死”的风险［８］。２种看
法对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种业发展差距认识比较一

致，但对种源“卡脖子”问题的形势判断存在明显差

异，由此也折射出种源“卡脖子”问题的复杂性和特

殊性。鉴于此，本文试图比较我国种子进出口形势

和种业知识产权布局状况，解读种源“卡脖子”问题

的内涵和形式，探究种源“卡脖子”问题的成因，从

而针对性地选择种源“卡脖子”问题的突破路径。

１　我国种子进出口形势

１．１　种子进出口规模
由图１可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之

前，我国种子进出口基数较小，１９９５年种子进口额
０．４３亿美元，出口额０．３０亿美元，２０００年种子进口
额０．７７亿美元，出口额０．５６亿美元，进口额年均增
幅１６．６７％，出口额年均增幅１７．３３％。加入 ＷＴＯ
之后的前１０年，我国种子进出口增速加快，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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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幅２５．５２％，出口额年均增幅２３．９３％。２０１２
年之后，种子进口额总体处于增长趋势，种子出口

额总体呈缓慢下降趋势，导致种子贸易逆差不断扩

大。尤其是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我国种子进口总额都是
当年出口总额的２倍以上。

　　由图２可知，从作物类型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
花卉种子进出口差额较小，大田作物种子一直处于

贸易逆差状态，蔬菜种子２０１５年由顺差转为逆差，
之后逆差逐年扩大并超过大田作物种子，成为种子

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２０１９年种子贸易逆差总额
２．２４亿美元，其中，蔬菜种子贸易逆差占比
４８２１％，大田作物种子贸易逆差占比 ４０．６３％，花
卉种子贸易逆差占比６．２５％。

１．２　种子进出口地位
我国是种子生产大国和用种大国，２０２０年国内

种子市场规模约１３００亿元，居全球第二，但我国种
子贸易国际地位一直不高。由表１可知，我国２０１９
年种子进口额４．１５亿美元，全球占比３．１８％，排名
第１０位；种子出口额 ２．１３亿美元，全球占比
１６０％，排名第１７。其中，蔬菜种子、花卉种子的进
口额和出口额全球占比排名均为第６，大田作物种
子进口额和出口额全球占比排名分别为第１６和第
１３。而荷兰蔬菜种子出口额全球占比４０．２０％、花
卉种子出口额全球占比２９．２６％，美国大田作物种
子出口额全球占比１２．５５％、花卉种子出口额全球
占比１８．９４％，法国大田作物种子出口额全球占比
１５．５４％、蔬菜种子出口额全球占比１０．６０％。
１．３　种子进出口结构

由表２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蔬菜、花卉和
大田作物种子进口额整体都在增长，年均增幅分别

为１２．０６％、２６．２５％、６．４２％，增速不同导致种子进
口结构变化较大。蔬菜种子进口额占比由４８．１０％
上升到５２．５８％，花卉种子进口额占比由４．２２％上
升到７．２８％，大田作物种子进口额占比由４７．６８％
下降到４０．１４％。究其缘由，主要是收入水平提高

表１　２０１９年我国种业国际贸易地位

品类

进口 出口

进口额

（亿美元）

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全球占比

（％） 全球排名
出口额

（亿美元）

全球出口额

（亿美元）

全球占比

（％） 全球排名

蔬菜种子 ２．２４ ４４．５９ ５．０２ ６ １．１６ ４５．１７ ２．５７ ６

花卉种子 ０．２０ ３．７１ ５．３９ ６ ０．１７ ４．１７ ４．０８ ６

大田作物种子 １．７１ ８２．０２ ２．０８ １６ ０．８０ ８３．７１ ０．９６ １３

合计 ４．１５ １３０．３２ ３．１８ １０ ２．１３ １３３．０５ １．６０ １７

　　注：数据根据国际种子联盟统计数据整理。表２、表３、表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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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各类作物种子进口额及占比

年度

进口额（亿美元） 进口额占比（％）

蔬菜

种子

花卉

种子

大田作物

种子

蔬菜

种子

花卉

种子

大田作物

种子

２０１１ １．１４ ０．１０ １．１３ ４８．１０ ４．２２ ４７．６８

２０１２ １．１１ ０．１４ １．４３ ４１．４２ ５．２２ ５３．３６

２０１３ １．２５ ０．１２ １．３２ ４６．４７ ４．４６ ４９．０７

２０１４ １．５２ ０．１１ １．３４ ５１．１８ ３．７０ ４５．１２

２０１５ １．７２ ０．１８ １．２４ ５４．７８ ５．７３ ３９．４９

２０１６ １．７７ ０．１４ １．２７ ５５．６６ ４．４０ ３９．９４

２０１７ ２．０５ ０．３６ １．２５ ５６．０１ ９．８４ ３４．１５

２０１８ ２．２７ ０．３４ １．４５ ５５．９１ ８．３７ ３５．７１

２０１９ ２．２４ ０．３１ １．７１ ５２．５８ ７．２８ ４０．１４

后，居民对高档蔬菜、花卉等新品种的消费需求增

加，拉动了对相关品类种子的进口增长。

　　由表３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大田作物种
子和花卉种子出口额一直小幅波动，但总体变化不

大；蔬菜种子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出口额增长较多，２０１６
年以后又下降到略高于 ２０１１年的水平。蔬菜、花
卉、大田作物种子出口额年均占比分别为６０．１６％、
６４７％、３３．３７％。

２　我国种业知识产权布局状况

２．１　国内布局
由图３可知，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我国国内植物新品

种权累计申请量３３８０３件，年均增幅２５．７７％，累计
授权量１３５９５件，年均增幅２８．８０％。２０１９年品种
权申请量７０３２件，其中境内主体申请６６３５件，占
比９４．４％，境外主体申请３９７件，占比５．６％。大田
作物申请量４９６３件，占比７０．５８％，蔬菜、花卉分别
占比１４．１１％、８．６２％。大田作物又以玉米和水稻
为主，新品种权申请量占比分别为 ４７．６７％、
３２２４％。２０１９年品种权授权量２２８８件，其中境内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各类作物种子出口额及占比

年度

出口额（亿美元） 出口额占比（％）

蔬菜

种子

花卉

种子

大田作物

种子

蔬菜

种子

花卉

种子

大田作物

种子

２０１１ １．０５ ０．１５ ０．７５ ５３．８５ ７．６９ ３８．４６

２０１２ １．５８ ０．１４ ０．７９ ６２．９５ ５．５８ ３１．４７

２０１３ １．４６ ０．１４ ０．７５ ６２．１３ ５．９６ ３１．９１

２０１４ １．７６ ０．０９ ０．７７ ６７．１８ ３．４４ ２９．３９

２０１５ １．６１ ０．１３ ０．７０ ６５．９８ ５．３３ ２８．６９

２０１６ １．１３ ０．１５ ０．６９ ５７．３６ ７．６１ ３５．０３

２０１７ １．２１ ０．１４ ０．７０ ５９．０２ ６．８３ ３４．１５

２０１８ １．２０ ０．１６ ０．６９ ５８．５４ ７．８０ ３３．６６

２０１９ １．１６ ０．１７ ０．８０ ５４．４６ ７．９８ ３７．５６

主体授权量占比 ８９．５％，境外主体授权量占比
１０．５％。
　　由图４可知，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境外主体在我国申
请植物新品种权累计３０４５件，获得授权累计１１４８
件，植物新品种权申请量与我国种子进口量增长趋

势一致。受种业投资负面清单影响，境外主体在我

国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以蔬菜和花卉为主。

　　种业知识产权的范围主要包括植物新品种权、
专利权、商业秘密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其中植物

新品种权是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形式。因此，

本文仅以植物新品种权作为种业知识产权的研究

对象。由表４可知，在我国申请新品种权的境外主
体主要来自种业知识产权强国。荷兰、美国、法国、

德国、日本、智利、丹麦７国合计占境外主体在华申
请总量的８２．７４％，占授权总量的８８．５７％。境外主
体国别与我国种子进口来源地分布一致。

２．２　国际布局
由表５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种业知识产权

国际布局数量也有所增长，但总量较少，全球占比

低。美国、日本、荷兰、韩国是我国种业知识产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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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种子进口来源国在我国申请和授权植物新品种权情况（截至２０１９年）

国外

主体

荷兰 美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智利 丹麦

数量

（件）

占比

（％）
数量

（件）

占比

（％）
数量

（件）

占比

（％）
数量

（件）

占比

（％）
数量

（件）

占比

（％）
数量

（件）

占比

（％）
数量

（件）

占比

（％）

占比

合计

（％）

申请 ９６０ ３１．５３ ７５９ ２４．９３ ３１４ １０．３２ ２１７ ７．１３ １４６ ４．７９ ７５ ２．４６ ５０ １．６ ８２．７４

授权 ４２５ ３７．０２ ２９０ ２５．２６ １０３ ８．９７ ９７ ８．４５ ５４ ４．７０ １０ ０．８７ ２３ ２ ８８．５７

　　注：数据根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统计数据整理。表５、表６同。

表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植物新品种权国内外布局情况

年份

国内

申请量

（件）

国内申请量

全球占比

（％）

国外

申请量

（件）

国外申请量

全球占比

（％）

国外

授权量

（件）

国外授权量

全球占比

（％）

２０１０ １０９０ １２．２０ １５ ０．３７ ４ 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１９３ １３．５４ １１ ０．２２ １１ ０．３２

２０１２ １４６０ １６．６８ ５ ０．１０ ７ ０．２２

２０１３ １４００ １４．７３ ３３ ０．６２ ５ ０．１５

２０１４ １９３６ １９．８０ ２ ０．０３ １ ０．０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９０ ２０．７７ １０ ０．２０ ８ ０．１９

２０１６ ２６８６ ２５．３３ ３４ ０．６２ ７ 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４００４ ３１．８６ ３７ ０．６４ １２ ０．２７

２０１８ ５２２２ ３８．２０ ３２ ０．５３ ２３ ０．５３

２０１９ ７３２３ ４６．７９ ４０ ０．５４ ２１ ０．４４

际布局的主要国家，位居我国蔬菜和花卉种子出口

额前４位。
　　我国植物新品种权国外授权量全球占比也不
足１％。由表６可知，种业知识产权国际布局前 ５
位国家（美国、荷兰、法国、德国、瑞士）的新品种权

国外申请量全球占比合计７２．５１％。由此可见，我
国种业知识产权布局主要集中在国内，发达国家种

业知识产权布局主要面向国外。知识产权国际布

局呈现出向种业发达国家高度集中的发展态势，这

与各国种业国际地位变化趋势一致。

表６　２０１９年国际布局前５位国家品种权国内外布局情况

序号 国家

国内

申请量

（件）

国外

申请量

（件）

合计

（件）

国外申请量

占本国申请

总量之比（％）

国外申请量

全球占比

（％）

１ 美国 ９０１ １４１３ ２３１４ ６１．０６ ２５．１７

２ 荷兰 ６１８ １３７４ １９９２ ６８．９６ ２４．４７

３ 法国 １０１ ４５８ ５５９ ８１．９３ ８．１６

４ 德国 ４９ ４３０ ４７９ ８９．７７ ７．６６

５ 瑞士 ７ ３９６ ４０３ ９８．２６ ７．０５

３　种源“卡脖子”问题的内涵和形式

３．１　种源“卡脖子”问题的内涵
种源既可以说是种质资源的简称，也可以说是

种子来源和供给的总称。“卡脖子”卡的往往是已

获得知识产权保护而享有排他独占权的关键技术

或产品。“卡脖子”的目的是遏制竞争对手、固化竞

争优势，从而形成相关贸易和市场垄断。“卡脖子”

问题指的是因某一关键技术或产品受限制而影响

整体工作完成和相关领域发展的问题［９］。在种业

国际竞争中，种子进出口是种源“卡脖子”的主要途

径，知识产权则是种源“卡脖子”的主要工具。依托

知识产权布局，自主创新能力才能转化为种子贸易

竞争力，企业才能在市场建立知识产权特权，实现

垄断收益最大化［１０］。因此，种源“卡脖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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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可以界定为种业国际竞争力优势国家为了攫

取最大化利益，以专利、基因等无形技术和知识产

权为工具，以种子、亲本、种质资源等有形商品为载

体，挟制种业国际竞争力劣势国家接受技术和市场

垄断，从而形成对优势种源的长期依赖。

３．２　种源“卡脖子”问题的表现形式
从我国种子进出口形势和种业知识产权布局

现状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种源“卡脖子”问题是存

在的，主要表现在种子进口和种子出口２个方面。
３．２．１　种子进口问题　由表７可知，虽然进口种子
国内市场占有率不高，但进口额长期稳定增长，２０１９
年比２０１１年增长７９．７５％，年均增幅９．９７％，显著
高于国内种子市场的年均增幅２．５％，进口种子国
内市场占有率由此稳定上升，２０１９年比２０１１年增
加４９．６７％，年均增幅６．２１％，进口种子对国内市场
的影响力也随之上升。

　　由表８可知，进口种子主要来自荷兰、法国、德
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部分来自智利等发展中国家。

进口量较大的作物类型包括高端蔬菜种子、草本花

卉种子、玉米亲本等，进口来源地比较集中。西兰

花、菠菜、孢子甘蓝、胡萝卜、洋葱以及在大棚内种

植的西红柿、五彩椒、无刺小黄瓜等高品质种子几

表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进口种子国内市场占有率

年份
种子进口额

（亿美元）

国内种子市场

规模（亿美元）

进口种子国内

市场占有率（％）

２０１１ ２．３７ １５４．６９ １．５３

２０１２ ２．６８ １６２．１９ １．６５

２０１３ ２．６９ １７３．９１ １．５５

２０１４ ２．９７ １７９．５３ １．６５

２０１５ ３．１４ １８２．８１ １．７２

２０１６ ３．１８ １９２．２０ １．６５

２０１７ ３．６６ １９２．１９ １．９０

２０１８ ４．０６ １８７．８１ ２．１６

２０１９ ４．２６ １８５．６３ ２．２９

乎完全依赖进口。一旦国外断供，将对我国高端蔬

菜供应造成巨大冲击。大田作物中，玉米种源对外

依存度最高。国内玉米种质基础相对狭窄，少数几

个常用的玉米骨干自交系被频繁使用［１１］。虽然目

前国内９０％左右的玉米品种及种子是国产的，但其
亲本的选育还有较大比例来源于国外种质材料［１２］。

外资供应的先玉３３５、德美亚系列等玉米种子的市
场占有率已经很高，国产玉米种子所需亲本的对外

依赖，进一步加大了玉米种源“卡脖子”风险。种子

进口额持续增长，进口来源地非常集中，必然导致

种源“卡脖子”风险高企。

表８　我国２０１９年种子进口来源地分布、平均单价和出口均价

蔬菜种子 种用玉米 花卉种子

国家
进口额占比

（％）
平均单价

（美元／ｋｇ） 国家
进口额占比

（％）
平均单价

（美元／ｋｇ） 国家
进口额占比

（％）
平均单价

（美元／ｋｇ）

日本 ２０．０９ ２２５．６３ 法国 ７８．８８ １５．９５ 美国 ４４．８６ ９４８．５２

智利 １２．５４ ２４４．８３ 智利 ９．７６ ２７．７５ 日本 ２８．３３ ４０６５．５７

法国 ５．１７ ７８．４６ 德国 ５．７３ ７．１６ 德国 １２．４１ ８３３５．１７

印度 ３．９５ １１０１．５７ 法国 ３．２５ １３０５５．５７

以色列 １．００ １３７１．７２ 荷兰 ２．２８ １４２９．７７

　　注：数据根据我国海关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下表同。

３．２．２　种子出口问题　由表 ９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我国种子出口额连续下降，出口市场也比较集

中。与同类型种子进口价相比，我国种子出口价很

低。蔬菜、花卉种子出口均价为２８美元／ｋｇ，种用玉
米出口均价为４．６１美元／ｋｇ。
　　发达国家种业优势集中在玉米、棉花、大豆、蔬
菜等领域，我国种业主要优势是杂交水稻。由表

１０、表１１可知，杂交水稻种子（种用稻谷）出口市场
主要分布于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国家。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额下降幅度不大，但出口量

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５４００ｔ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３０００ｔ。
在国外杂交水稻应用面积大幅增长的背景下，我国

杂交水稻种子国际市场占有率明显萎缩。

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国大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较弱，很容易出现知识产权泄露风险，一旦泄露就

会丧失相应的种子出口市场份额［１３］。我国对越南

和菲律宾的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量出现过较大波动，

在２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ＵＰＯＶ）之
后，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显著提高，我国对其出

口的杂交水稻种子数量又趋于稳定；孟加拉、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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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２０年我国主要农作物种子出口市场分布

蔬菜种子 种用稻谷 花卉种子 紫苜蓿籽 种用葵花籽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荷兰　 ２４．７８ 巴基斯坦　 ３８．６５ 荷兰 ２３．７４ 日本　　　 ７９．２８ 土耳其 ２１．０４

韩国　 １６．６４ 菲律宾　　 ３６．３８ 美国 ２３．０１ 韩国　　　 １８．４４ 埃及　 １６．５１

美国　 １１．０９ 越南　　　 １５．６８ 日本 １８．４０ 毛利塔尼亚 １．９９ 伊拉克 １１．９２

日本　 ８．６０ 马达加斯加 ３．３１ 泰国 １３．１２ 加拿大　　 ０．３０ 西班牙 ７．５３

意大利 ５．２８ 尼日利亚　 ２．６７ 韩国 ７．０３ 伊朗　 ５．４９

表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市场分布及占比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国家
出口量占比

（％） 国家
出口量占比

（％） 国家
出口量占比

（％） 国家
出口量占比

（％） 国家
出口量占比

（％）

越南　　 ４３．００ 越南　　 ３８．４０ 越南　　 ５１．６７ 越南　　 ３９．５３ 越南　　 ３３．９４

巴基斯坦 ２２．３４ 巴基斯坦 ３５．６９ 巴基斯坦 ３５．９４ 巴基斯坦 ３７．１５ 巴基斯坦 ３３．０２

印尼　　 １６．９２ 印尼　 １０．３１ 菲律宾　 ４．２０ 菲律宾　 １１．１２ 菲律宾　 ２５．３７

孟加拉　 １０．０２ 菲律宾　 ７．５９ 孟加拉　 ３．４０ 印尼　　 ５．８４ 孟加拉　 ４．０６

菲律宾　 ６．３５ 孟加拉　 ７．１７ 印尼　　 ３．１０ 孟加拉　 ４．９２ 印尼　　 ２．９１

表１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市场分布及占比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国家
出口量占比

（％） 国家
出口量占比

（％） 国家
出口量占比

（％） 国家
出口量占比

（％） 国家
出口量占比

（％）

巴基斯坦 ４１．３２ 巴基斯坦 ３６．９６ 巴基斯坦 ４３．７５ 巴基斯坦 ６０．０６ 巴基斯坦　 ３８．６５

菲律宾　 ２６．４７ 越南　　 ２４．５８ 菲律宾　 ２５．６５ 越南　　 ２０．０４ 菲律宾　　 ３６．３８

越南　　 ２１．１２ 菲律宾　 ２３．２７ 越南　　 ２２．０１ 菲律宾　 １２．２８ 越南　　　 １５．６８

印尼　　 ６．９２ 印尼　　 １０．０７ 孟加拉　 ５．９９ 孟加拉　 ４．５２ 马达加斯加 ３．３１

孟加拉　 １．８８ 孟加拉　 ３．４３ 印尼　　 １．２９ 泥泊尔　 ０．９２ 尼日利亚　 ２．６７

等国没有加入ＵＰＯ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一直较低，
我国对其出口的杂交水稻种子数量上升很快、下降

也很快，２０２０年都已经跌出我国种子出口市场前５
位。如果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我

国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市场还将继续萎缩。

４　种源“卡脖子”问题的成因

４．１　种子进口问题的成因
４．１．１　种质资源利用不足，核心种源依赖进口　种
质资源是品种改良及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拥有种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种质资源创

新利用效率和现代种业的可持续发展［１４］。由于缺

乏适应性广、抗逆性强、品质优良的玉米种质资源，

玉米育种研究受到巨大限制［１１］。我国对国外种质

资源的引进和利用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授权

品种中仅有７％是利用国外种质资源育成的。美国
虽然也有丰富的种质资源，但其授权品种中有６２％
是利用国外种质资源育成的，日本、韩国等也在

３０％以上。我国储备的种质资源数量虽多，但对种
质资源的系统研究和创新利用不足，高端蔬菜、玉

米等作物的核心种源只能大量依赖进口。

４．１．２　种业原始创新能力较弱，突破性品种依赖进
口　我国种业发展长期面临“数量长足、质量跛足”
的困境，育种创新数量多，但质量不佳，国际竞争力

不足，从而在总体上表现为种业原始创新能力较

弱，低水平重复工作浪费了大量资源［１５］，尤其是基

础研发水平不高，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不利于原始创

新［１６］，育种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品种布局不尽合

理［１７］。问题根源在于我国没有建立实质性派生品

种保护制度，无法有效保护和激励种业原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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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子育种等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种业国际竞争

逐步向原始创新纵深拓展，而国内育种仍然习惯于

聚焦少数容易改造的现有种源，难以培育出原创性

突破性品种，突破性品种需求不得不依赖进口。

４．１．３　作物育种体系不完善，高附加值种子依赖进
口　发达国家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
体系，育种目标主要是经济效益最大化，市场机制

在育种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１８］。我国种业的育种

主体是科研院所，育种目标主要是社会效益最大

化。受机制体制制约，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商业化

育种体系，长期处于专家育种向产学研联合育种、

公益性育种向商业化育种的双重转型期［１９］。我国

种业育种创新受政策支持的影响力很大，对市场需

求的关注度不高，导致主要农作物育种投入大、种

子自给率高，非主要农作物育种投入小、种子进口

量大，高附加值的蔬菜、花卉等种子长期依赖进口。

４．２　种子出口问题的成因
４．２．１　知识产权国际布局落后，优势种源出口机会
缺失　《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ＩＰＳ）的签署使知识产权
保护从一国范围扩大到全球范围，知识产权布局成

为种业“走出去”无法回避的问题［２０］。跨国种业巨

头以植物新品种权为工具，通过知识产权国际布局

攫取高额垄断收益，并利用知识产权的专有性钳制

竞争对手或目标市场的技术发展，不断强化自身竞

争优势。２０１９年我国种业植物品种权国外申请量
仅４０件，占国内外申请总量的０．５４％。由于知识
产权国际申请不及时、数量少，我国种业知识产权

国际布局仍处在“低端锁定”状态，远不及发达国

家［２１］，种子出口无法获得基本的法律保护，导致国

内优势种源出口机会缺失。

４．２．２　种业管理制度过时，优势种源出口资格受限
　种子进出口既要符合《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
法》《进出口农作物种子（苗）管理暂行办法》《植物

新品种保护条例》等国内法规要求，也要遵守《国际

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ＵＰＯＶ）》等国际规则。我国
加入ＵＰＯＶ１９９１文本，既能促进杂交水稻等优势种
源出口，也有助于种质资源引进和新品种选育。然

而，为了保护劣势领域和种业安全，《植物新品种保

护条例》颁布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进行实质性调

整，我国是未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少数几个

ＵＰＯＶ成员国之一。现行法律法规中涉及种子进出
口、外资投资种业等条款明显过时，不但未能有效

降低种业劣势领域种源对外依存度，还限制优势领

域种源的出口资格。

４．２．３　品种同质化问题外溢，种子出口市场空心化
　由于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授权标准低，助长了新品
种研发的急功近利和低水平重复。国内农作物新

品种育成数量大，但派生性、相似性品种多，导致原

创性、突破性品种市场占有率低，种业原始创新积

极性下降、可持续性差，从而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恶

性循环。品种同质化竞争必然导致种子价格战，并

逐步从国内外溢到国际市场。企业为了生存不得

不压低价格出口低档次、低质量种子，依靠微利甚

至亏本销售满足客户要求，这样虽然可以暂时保住

市场份额，但风险太大且不可持续。长期同质化低

价竞争，我国种业在国际市场的种源优势日渐弱

化，种子出口市场趋于空心化。

５　种源“卡脖子”问题的破解路径

５．１　同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
种质资源是优质品种选育的前提条件，种质资

源的精准鉴定与利用则是品种创新的基石。种质

资源保护和利用必须同步推进、不可偏废。我国种

质资源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但保护制度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现行有关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指引不

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导致野生种质和境外种质资

源保存少、种质资源利用不足、种质资源创新的积

极性不高等突出问题。因此，既要加大种质资源收

集和保护力度，尤其是要对濒临灭绝的优质地方品

种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保护，也要加强种质资源的鉴

定、评价与利用，充分挖掘种质资源的应用价值和

商业价值，才能破解种质资源“卡脖子”问题。

５．２　与时俱进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落后于种业发展需求，

知识产权保护对种业发展环境的净化作用越来越

弱。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申请量连续４年位居世界第
一，７０％以上的主要农作物品种获得了授权保护，种
业侵权事件却显著增多。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全国法院
审结涉及植物新品种纠纷的案件从 ６６件增加到
２５２件，其中侵权案件占比超过８０％。净化种业发
展环境，必须与时俱进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当务之急是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尽快加

入并实施ＵＰＯＶ１９９１文本，有效保护和激发育种创
新积极性。同时，还要继续开展制度创新，制定《植

物新品种保护法》，全面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从

体制源头提高种业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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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统筹兼顾原始创新能力培育和产学研合作
种业竞争本质上是原始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参

与国际竞争的主体是种子企业。面对体制性制约、

产业链发展薄弱和外资种业的挑战，我国亟待培育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种子企业［２２］。破解种源“卡

脖子”问题，必须提高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强化企

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促进育种资源、人才、技术从科

研单位向企业聚集，全面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然

而，由于技术积累和体制局限等原因，企业短期内

不可能取代科研院所的育种地位，依托产学研合作

才能支撑和提高我国种业国际竞争优势。因此，应

统筹兼顾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培育和产学研合作，提

高研发效率，充分满足农业生产对新品种、新技术

的广泛需求，破解品种和技术“卡脖子”问题。

５．４　国内外双向强化种业知识产权布局
知识产权布局是提高种业国际竞争力的加速

器。我国种业国际市场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较低，虽然在市场进入期具有一定的便

利性，但持续发展风险大，很难保持独特竞争优势。

为了提高种业竞争力，深度拓展国际种子市场，既

要强化种业知识产权国际布局，也要帮助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种子市场目标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同时还要继续强化种业知识产权国内布局，切实提

高知识产权保护效果，实现从种质资源、亲本到品

种的全产业链保护。通过国内外双向强化知识产

权布局，可以实现全方位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既能

在国内抵御跨国种业巨头的知识产权“地雷阵”，也

能在国外提高种业知识产权国际布局的数量、质量

和速度，构筑有效的知识产权“防护网”，全面破解

种业知识产权“卡脖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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